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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交刷卡数据的武汉市职住通勤特征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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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勤出行和职住关系对于理解城市空间结构和职住组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公交刷卡数据，以武

汉市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出行模型和职住地识别规则，识别了职住通勤群体，从职住密度、通

勤时间与距离、通勤流向和可视化等方面对武汉市的通勤出行和职住平衡进行测度，并识别了武汉市的职住通勤模

式。结果表明：①核心城区的职住密度明显髙于其它城区，承载着较多的居住和就业人口；②通勤距离与时间具有

核心一外围一边缘的递增模式;③城市主要通勤流位于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④职住通勤模式总体可以概括为核心

一外围一边缘的单中心向内通勤模式，越往外围区域越呈现职住错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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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和职住空间是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是城市居民行为在城市空间上的体现，能够反映城市空间结构。居住空间和就业

空间作为城市两大基础功能区，其空间分布决定了城市居民工作的旅行需求
[1]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空间发生

显著变化，城市化进程和郊区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导致交通拥堵、居住隔离和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

要问题。城市的职住和通勤问题越来越受到规划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Howard 在其“田园城市”理念中提出居住区和就业区相互邻近的设想
[2]
 ； Saarinen 提出了城市的有机疏散理论，认为城市中

心区应该疏散过多的人口和就业岗位
[3]
 ； Cervero 和 Homer等学者从城市土地利用和通勤的视角对职住空间关系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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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居住和就业用地的混合开发可以减少通勤距离，有利于职住平衡
[4-5]

；部分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职住分离现象进行了研究，

例如 Kain 和 Dim-can等的研究发现郊区化、种族歧视、住房隔离和居民收 A*平等因素对职住错位现象具有重要影响
[6-7]

。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伴随着土地城镇化和住房制度改革，以单位为基础空间单元，职住接近的城市职住空间布局结构逐

渐瓦解，城市的职住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8]
。国内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城市的职住通勤问题进行了研究。巳有的研究大多基于

传统数据，从通勤距离与时间、职住空间组织和影响居民通勤行为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研究。例如，柴彦威、刘志林等利用出

行问卷数据分析了北京市的职住错位特征、居民出行行为与就业可达性
[9-11]

。孙斌栋等研究了职住平衡、城市多中心性与通勤交

通的关系
[12-13]

。孟斌等利用不同时期的问卷数据研究了北京居民通勤时间的变化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关系以及职住空间组织结

构
[14-15]

;周素红、刘望保等运用不用时期的家庭社会调查数据验证了广州的职住分离趋势，并从家庭条件、住房和工作性质等方

面分析影响居民选择职住地的因素
[16-17]

；周江评等根据交通普查数据研究了西安市的通勤效率与职住平衡
[18]
;胡娟等在空间组团

尺度上对武汉市的职住特征进行了评价
[19]
 ；丁亮、钮心毅等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上海市的职住关系和就业中心体系进行了测度

[20-21]
。 

传统数据对职住通勤的研究在大尺度的空间背景下存在代表性低，抽样不均匀的问题；公共交通刷卡数据(Smart Card Data, 

SCD)作为一种地理时空大数据，具有数据量大、价值密度低和时空连续度好等特点。已有较多的研究利用 SCD 数据研究居民通

勤行为和模式，并结合交通、城市结构来指导城市运行与规划。Barry、Trepanier、Bagchi 等学者通过建立出行假说模型进行

出行 0D 推算、换乘识别等
[22-24]

;Ceapa、Lathia 等利用公共交通刷卡数据识别交通拥堵和预测旅行需求
[25-26]

 ； Agard 等利用聚

类算法（例如分层聚类，HAC;K-means 聚类；基于密度的聚类，DBSCAN ；矩阵分解，NMF)对居民行为和空间活动模式进行识别
[27]
。近年来，部分学者将 SCD 数据应用于城市居住、就业和职住平衡的研究中。龙瀛等利用 SCD 数据建立出行模型识别了北京

的职住关系和通勤出行
[28]
;Zhou 等识别了北京的过度通勤

[29]
;许园园等基于地铁刷卡数据构建出行链模型识别了上海市域的职住

空间和通勤格局
[30]
。 

本文利用公交刷卡数据，通过建立识别规则，从城市居民职住通勤格局的角度为研究城市空间结构提供新的视角；并且以

中部大城市武汉为研究对象，相比于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北京、上海等较发达的特大城市，能够更好地揭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

城市居民职住通勤格局的差异性。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区域与数据 

以武汉市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为研究区。根据《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总用地面积 3 261 

km
2
。根据 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区范围内常住人口 858万，占武汉市总人口的 81%。武汉市主城区包括传统意义上的

汉口、武昌和汉阳区域，主城区是城市主要建成区，都市发展区包含六大新城组群。根据研究区空间规划组团
[19]

将汉口、武昌

和汉阳中央活动区划为核心城区，外围城区是主城区除核心城区以外的区域，都市发展区为边缘城区，最终将研究区划分为核

心、外围、边缘三个城区，不同城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别。研究区概况和公交站点分布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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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始数据为武汉市 2015 年 3 月 23—29 日一周的公交刷卡数据，刷卡站点位于研究区内，数据的选取时间没有节假日

和恶劣天气状况等因素的干扰以确保数据的稳定性。公交刷卡数据包括卡号、上车刷卡时间和上车刷卡站点三个字段的属性，

所有的卡号都经过了匿名处理。在时间维度上对 SCD进行展示，日刷卡人次（图 2a)表明工作曰(周一至周五)刷卡次数整体处于

较高水平且波动幅度较小，以一小时为间隔对每日的刷卡人次进行展示（图 2b)发现工作日相对于休息日具有更明显的早晚高峰;

考虑到武汉市公交刷卡数据为无下车记录数据和数据的实际特性，本次研究最终只选取了 5 个工作日的刷卡记录识别职住通勤

人群。工作日五天共有 16 168 717 次刷卡记录，对应 2 804 643 张公交卡，因此可以计算得到工作日期间每张卡日均刷卡 1.15

次。 

1.2数据处理与方法 

公交刷卡数据存储了持卡人的原始上车刷卡记录，利用 SCD识别出最终的职住通勤人群，需要对原始刷卡数据进行预处理。

由于少数站点并不是所有工作日都有刷卡记录，对 SCD 站点字段进行清洗共得到研究区内 2 025 个公交站点，根据站点坐标在

ArcGIS 10.2 中进行空间化得到站点矢量图层。将每个卡号在一日内的刷卡记录进行合并，得到对应持卡人所有工作日的出行日

志，记录了每一次公交出行的上车站点和上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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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职住出行模型 

构建职住出行模型用于从预处理的 SCD中识别职住样本。对于卡号为 N的持卡人，其一日的上车出行日志可以概括为： 

 

式中:t表上车时间;s代表上车站点;ti< tj，i <j。 

刷卡数据时间维度的分析显示武汉市公共交通工作日刷卡早晚高峰显著，因此可以推断一个具有全职工作的通勤个体的上

下班刷卡时间很可能位于早晚高峰时间段左右。职住通勤模型可以概括为 HW识模型，利用一日的出行日志，通过设置时间规则

识别出上班上车站点 H和下班上车站点 W；对于当日上班上车站点 H和下班上车站点 W本文设置的时间规则是： 

 

当同时满足 HW模型的上下班上车站点识别时间规则时，对于卡号为 N的通勤个体，可以认为其在该日具有符合规则的上下

班出行。模型的主要时间规则可以解释为在一个工作日中全职工作的通勤个体上班上车刷卡时间必须在 10:00 以前并且为当日

第一次刷卡，下班上车刷卡时间必须是 16:30 以后的第一次乘公交刷卡；通过设置较大的上下班乘车时间阈值来识别出更多的

有效通勤样本，例如早出和晚归的通勤；上下班刷卡时间规则的时间间隔为 6.5 h，与龙瀛等
[28]
研究设置的以 6 h为基准的全职

工作时间相符合。需要指出的是，HW 模型是一个基于经验的模型，并没有关注通勤者在上下班时间段之间或者持卡人下班之后

是否有出行日志，模型能够识别出最普遍的以公交车为上下班出行方式的通勤群体。 

1.2.2职住地识别 

根据识别结果，以上班刷卡站点和下班刷卡站点分别代表持卡人的居住地和就业地。基于一个工作日上车出行日志的 HW模

型识别职住地的结果差别较大，本研究使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对每个工作日的.识别结果进行综合。利用最终的五个工作日的识别

结果，同时考虑五个工作日中每个被识别个体的居住地和就业地的频率，将工作日的职住地识别结果按照卡号和居住地，卡号

和就业地合并。居住地和就业地的最终识别过程是相互独立的。 

具体的，如果只有一日有居住地的识别结果，或者有超过一日有居住地的识别结果但每日的居住地识别结果都不同，没有

充分理由认为该卡号对应的持卡人具有最终的居住地识别结果。如果在工作日的识别结果中，同一卡号对应的居住地识别结果

超过一次且所有站点相同，则可以认为该站点为持卡人最终的居住地；如果识别出的日居住地不同，则选取出现频率最高且次

数超过一次的站点为最终居住地；如果两个站点出现的频率相同且都超过一次，为了确定最佳的最终居住地，通过计算站点的

居住潜力和就业潜力，表示对应站点属于居住地和就业地的概率，二者是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得到的，具体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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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站点 K 的居住潜力； 为站点 k 的就业潜力，基于公交站点图层生成泰森多边形; 为多边形地块 K 中居住地

块的面积； 为地块 K中就业地块的面积; 为多边形地块 K的面积。多边形地块 K是站点 K所在的泰森多边形，最后将所有站

点的居住和就业潜力标准化。当出现频率相同的站点无法确定居住地的时候，比较站点的居住潜力，选取居住潜力较大的站点

为最终的居住地。识别过程中的居住和就业地块的划分依据是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标准。 

最终根据职住地识别规则识别出工作日中同时具有最终居住地和就业地的通勤群体，从居住地到就业地可以建立一次通勤

出行，利用通勤出行对应的居住站点和就业站点在 ArcGIS中进行可视化，通勤距离可以通过计算职住地之间的欧式距离得到；

由于所用的数据为无下车记录的 SCD，研究假设从居住地到就业地为一次完整的乘公车的上班出行，通过调用高德地图公交规划

API，根据职住地站点起始坐标计算出了所有最终识别出的通勤样本的通勤时间。 

1.2.3职住通勤测度 

自从职住平衡的理念被提出以来，测度职住平衡或者职住错位水平的方法和指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地理大数据为我们测度职住平衡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已有的测度职住平衡的指标多为职住比、独立指数等

指标。职住比是指在给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就业岗位数量和家庭数量之比，职住比处于 0.8〜1.2时职住平衡度较好
[32]
，但是

职住比指标只是一种居住和就业层面上的平衡度的度量；Thomas 提出的职住“独立指数”
[33]

用于测度在给定地理区域内，居住

且在本区域就业的人数与到区域外就业的人数的比值，比值越高说明该区域就业的自足性水平越高。 

本文通过计算职住密度、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和通勤流向等指标对研究区内的职住通勤水平进、测度。考虑到尺度问题，

将研究区以 2 km为尺度进行格网划分（Joseph XG Zhou 等的研究认为在 2 km的地理尺度下通勤者更倾向于选择非机动出行)
[34]
，

分别计算每个格网的职住密度，平均通勤距离与时间。在主城区(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规划单元和都市发展区(边缘城区)街道

的尺度上对两两目标单元之间的通勤链接进行了汇总来揭示主导通勤流量和流向，街道和规划单元作为城市空间的基本行政和

规划单元，其职住通勤联系对城市规划具有指导意义。 

在通勤流向方面，以核心城区、外围城区和边缘城区三大空间分析城区为尺度，对最终识别出的职住通勤群体的通勤流向

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识别武汉市职住群体在城市空间上的通勤互动格局。根据不同城区的居住样本、就业样本以及居住且

在本区域就业样本的通勤人群数量，计算出不同城区的外出通勤率和外来通勤率;具体公式为： 

 

式中:Ce、Ci,分别表示外出通勤率和外来通勤率；Nh、Nw、Nhw 分别表示居住样本、就业样本和居住且在本区域就业的样本数

量。同时构建通勤矩阵来更直观地说明不同区域的职住人口的通勤流向和流量。 

2 结果与分析 

2.1职住密度 

使用工作日刷卡数据最终识别出 167 284位同时具有居住地和就业地的持卡人，占工作日 2 804 643 个卡号的 5.96%，占研

究区常住人口的 2%，构建了 167 284条从居住地到就业地的通勤线。根据 2011年武汉市居民出行调查
[19]
，公共交通(包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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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的轻轨 1号线）在居民通勤方式中占比 27%，仅次于步行，而私家车通勤占比为 11.9%，以公交车为通勤方式的职住群体占

比较高，识别结果具有代表性。 

在 2 km的格网尺度上，对每个格网内的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进行汇总，以格网内的居住密度和就业密度来表示不同区域的

职住密度。图 3 的结果表明，位于核心城区内格网的居住和就业密度都比较高，并且具有集中连片的趋势；外围城区中，格网

的职住密度整体相对较高，一般呈现邻近核心城区、团块状分布；而边缘城区的居住和就业密度相对于核心城区和边缘城区都

比较低。 

 

2.2通勤距离和时间 

根据 167 284条通勤线，在 ArcGIS中计算通勤的欧式距离；利用每一条通勤线的起始公交站点坐标，调用高德地图公交规

划 API计算出了通勤时间；在 2 km格网尺度上对平均通勤距离和平均通勤时间进行汇总。需要指出的是，通勤距离和时间的汇

总计算都是基于居住地的。最终计算出的研究区内总体平均通勤距离为 6.12 km(标准差为 4.13km)，平均通勤时间为 38 min(标

准差为 16 min)。图 4的结果表明，核心城区的通勤距离和时间较短；外围城区的通勤距离和时间一般较短，少部分格网的平均

通勤距离和时间偏长；而边缘城区的通勤距离和时间总体呈现偏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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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概率分布函数能反映全体样本在不同阈值内的分布的累积概率。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计算表明，

研究区域内通勤欧式距离小于 5 km的个体占全体样本的 48%，通勤距离小于 10 km的占比为 84% ；在通勤时间方面，通勤时间

小于 30 min的个体占全体样本的 39%，通勤时间小于 60 min的占比为 90%。 

2.3通勤格局 

2.3.1通勤可视化 

为了能更好地识别研究区的通勤格局，进行了通勤出行的可视化。对于所有通勤线，分别显示了通勤距离小于 2 km和通勤

距离大于 20 km的极端出行，从图 6a可以发现，短距离通行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范围内，而边缘城区的短距离通行较

少；长距离通勤主要为内外城区之间的长距离跨区域通行。在主城区规划单元和都市发展区街道尺度上将通勤<行进行了汇总和

可视化，能够更好地刻画研究区内的主导通勤流量和流向。本研究计算了所有的规划单元和街道尺度上两两之间的通勤数量，

用通勤链接表示它们之间的通勤流量和 流向，用自然断点法对通勤数量进行了分级，将通勤数量分为了 7级，级别越高表明目

标单元之间的通勤数量越多，将通勤级别高的通勤链接进行了可视化以刻画研究区内的主导通勤形态。5～7 级共对应目标单元

之间 142 条通勤链接（占总链接数的 2.2%),共包括 44 159 次通勤出行（占总通勤数的 26.4%)，主导通勤线主要位于主城区范

围内，表示该路段或区域内承载着较大的公共交通压力。通过可视化可以发现，短距离通勤集中于主城区(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

主导通勤流一般为向城市中心区域的向内通勤，并且主要位于核心城区，部分位于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之间，少量为外围城区

与边缘城区之间的链接，主导通勤流一般沿主要交通走廊分布，其承载的交通流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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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不同城区通勤特征 

通勤指标能较为直观地说明利用公交刷卡数据识别的最终的职住通勤群体在研究区内的核心城区、外围城区和边缘城区的

流量和流向特征，能够较好地说明城市职住通勤特征和通勤模式。从不同城区的平均通勤距离和时间、职住样本的数量特征和

通勤流向三个方面对武汉市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的职住通勤模式综合分析发现，核心、外围和边缘城区的平均通勤距离为 5.53 

km,6.15 km 和 7.93 km，通勤时间为 35 min,39 min,41 min，被识别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和时间呈现核心一外围一边缘的三级

递增通勤模式，外围城区的通勤距离和时间与整个研究区最为接近，从外围城区向内通勤距离与时间变小,而向外则有增大的趋

势。职住样本的数量特征表明主城区(核心和外围城区)承载着被识别群体大部分的居住和就业需求；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比较

来看，核心城区的就业压力要大于居住压力，外围城区的居住群体多于就业群体；边缘城区的职住个体较少，相对以居住为主。

三级区域的通勤率和通勤矩阵表明，居住在核心城区的职住人群有 41%外出就业，而在核心城区就业的人群有 55%是外来人群；

外围城区的外出通勤率和外来通勤率分别为 50%和 41%;边缘城区分别为 71%和 60%。核心和外围城区的职住人群一般在核心和外

围城区居住和就业；核心城区的就业群体来自核心和外围的数量相当;外围城区的就业群体主要来自本区域，其次来自核心城区；

而边缘城区的外出和外来通勤率较高说明其被识别人群具有职住错位的空间特征，边缘城区的居住和就业通勤与外围城区互动

最为明显。 

表 1武汉市不同城区通勤指标对比 

区域 
平均通勤距离

/km 

平均通勤时间

/min 

居住样本 

( N h) 

就业样本

(N W) 

居住且在本区域就业 

( N h w ) 

外出通勤率/％ 

(Ce) 

外来通勤率/% 

( C i) 

核心城区 5.53 35 59 623 78 825 34 913 41.44 55.71 

外围城区 6.15 39 89 550 75 273 44 270 50.56 41.19 

边缘城区 7.93 41 18 111 13 186 5211 71.23 60.48 

研究区 6.12 38 167 284 \ \ \ \ 

 

表 2通勤矩阵 

 核心城区 外围城区 边缘城区 就业样本（Nw） 

核心城区 34 913 39 771 4 141 78 825 

外围城区 22 244 44 270 8 759 75 273 

边缘城区 2 466 5 509 5 211 13 186 

居住样本(Nh） 59 623 89 550 18 111 \ 

 

3 职住通勤模式 

城市空间结构郊区化发展趋势是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两种驱动力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博弈的结果，郊区化的城市扩张方式伴

随着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发展和职住空间错位
[35]
。城市的中心地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和地租理论等指出了郊区化进程中城市一

般具有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的趋势。城市化进程伴随的城市经济的集聚与扩散深刻影响城市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的区位选择，

郊区化所导致的产业迁移和人口迁居导致了城市职住空间的重构，进而影响城市居民的通勤行为，因此城市的职住通勤格局是

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在居民行为上的反映。在城市结构与通勤模式的布局研究中，Alain Bertaud 的研究认为典型的单中

心通勤模式具有极强的就业集聚和便利的基础设施，通勤流沿着交通走廊从外围流向城市中心，而理想的多中心通勤格局具有

多个自给自足的城市中心或者居住和就业均等化分布，通勤流呈现自由随机的分布格局
[36]
。现实的城市结构中，城市的通勤格

局多以单中心一多中心组合式的通勤格局为主，或者呈现单中心通勤格局。我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

城市的工商业格局和住房市场处于重构的过程中，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滞后效应。赵晖
[37]
等人在研究北京市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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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空间重构和通勤模式演化发现北京市当前“主中心一次中心”的多中心就业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中心一外围”式的向心通勤

格局逐渐被“网络化一放射型”的通勤格局所取代。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当前城市的职住通勤模式具有代表性，研

究武汉市的职住通勤格局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部城市的发展阶段。 

研究的结果表明武汉市是典型的单中心的城市，次中心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区的城市空间格局总体可以划分为核

心城区、外围城区和边缘城区三级空间结构。核心城区南北以鹦鹉洲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为界，东西可达中南路和王家墩商业

区，外围城区是主城区除核心城区以外的城区，边缘城区即为都市发展区。核心城区作为建国以来武汉市的核心建成区，其职

住空间结构复杂，分布较多的单位制社区、办公区与新兴商业区；外围城区是 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城市空间的主要拓展

区，伴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土地快速城镇化，该区域的城市职住空间与核心城区有着显著差别，在城镇化与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

现阶段外围城区和核心城区已经成为武汉市的主要城区；对于边缘城区，武汉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指出都市发展区是新

时期武汉市城市功能的集聚区和拓展区。基于以上背景和武汉市的特殊发展阶段，不同层级的城区职住空间组织结构具有差别，

利用研究数据对武汉市核心一外围一边缘的职住通勤模式进行归纳是合理的。 

在城市居住区和就业区方面。核心城区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区域上承载着较多的居住和就业人口，居住区和就业区混合度较

高，并且具有集中连片的空间分布特征，核心城区是城市唯一的主中心；外围城区的居住和就业密度小于核心城区，密度较高

的区域往往邻近核心城区，部分呈现团块状分布，汉口区域的外围城区这种趋势最为明显，部分外围城区开始出现了新的次中

心，但次中心范围较小，例如徐东商圈和光谷商圈的职住密度较髙;边缘城区的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分布较为分散，没有新的城

市中心发育。在通勤流向与流量方面。核心城区主要为内向通勤，其次是和外围城区之间的外向通勤；外围城区主要为内向通

勤和与核心城区之间的外向通勤为主；边缘城区的居住和就业群体职住错位现象明显，其通勤流和外围城区联系紧密。在职住

平衡度水平上，主城区的职住平衡度较好，越往外围区域越呈现一种职住错位分布的现象。职住通勤模式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图 7。 

 

4 结论和讨论 

4.1结论 

本文利用武汉市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 2015年一周工作日的公交刷卡数据，对研究区的职住通勤现状和职住通勤模式进行了

研究，主要的贡献和结论有：针对无下车公交刷卡数据，从职住通勤的角度构建了付见模型和职住地识别规则识别了研究区内

职住人群的居住地和就业地，并调用了髙德地图公交规划 API 计算出了被识别群体的通勤时间；在 2km 尺度的通勤格网上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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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每个格网内的平均通勤距离和时间，能较好地识别不同城区内的通勤距离和时间上的差别；在主城区规划单元和都市发

展区街道的尺度上对研究区内的主要通勤链接进行了可视化;将研究区域划分为了核心一外围一边缘城区的三级城区，研究和归

纳了职住通勤空间结构。 

研究的主要结论验证了武汉市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其职住通勤模式主要呈现核心一外围一边缘的圈层结构。武汉市的

核心城区当前承载着较多的居住和就业人口，以核心城区向外，职住密度逐渐降低，外围城区有新的次中心发育;通勤分析发现，

居民的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以核心一外围一边缘的模式向外围递增，主导通勤流位于核心城区和主要交通走廊；职住平衡水平

呈现核心一外围一边缘的趋势向外递减，边缘城区职住错位现象明显。 

4.2讨论 

武汉市目前核心一外围一边缘的职住通勤模式仍然是典型的单中心结构通勤模式，通勤结构有着向单中心一多中心组合式

发展的趋势。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郊区化发展的形势下，如何疏解武汉市中心区域居住和就业人口，提高城市通勤效率已

经成为城市规划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公交刷卡数据为代表的大数据为学者和规划人员理解城市系统和城市空间提供了新范式，

这些数据的出现将城市规划的重点从长期战略规划转移到关于城市如何运作和管理的短期思考。新时期，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进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发展模式已经由粗放的增量扩张转变为存量发展的集约模式，如何运用大数据研究城市的个体、空间

单元和区域的行为和特征来理解城市系统，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市更新、郊区化和居住分异等背景下更好地识别城市职住

结构，为城市空间结构优化、道路交通规划和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依据具有重要意义。在政策制定方面，城市核心区当前承载

较髙的居住和就业负担，以及由此导致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设施不匹配是面临的主要挑战。决策者应该制定吏合

理的工商业空间布局规划，调整住房政策和居住空间布局，建立更加公平均衡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来引导城市居民的职住空间

选择，在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阶段，应该构建更加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和公共交通发展政策(例如 Tm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来缓解交通拥堵和通勤时间过长的问题，以此实现城市空间职住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展望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①研究所用的数据为公交刷卡数据，识别的职住通勤人群仅为以公交车为出

行方式的人群，对于以步行、自行车和私家车为出行方式的人群并没有考虑，并且不同区域内公交站点数量空间分布有差别，

研究具有局限性；②相比于传统的问卷调查数据，刷卡数据虽然具有样本多和空间分布合理等优势，但不具有研究个体和区域

的社会经济属性，识别出的职住通勤群体也可能包含少部分的上学族，后续研究应当利用具有更丰富信息的大数据，并且与传

统数据例如问卷数据、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和建成环境数据等相结合来丰富研究内容；③新兴的城市大数据虽然能更好地刻画城

市的空间结构和格局，但数据所挖掘出来的个体、区域和城市的形态和模式需要进一步总结和归纳，不同时期的现象所隐藏的

深刻城市社会性和制度性因素也亟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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